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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80114288]摘要：聚焦“信息化建设是否会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问题，立足资源基础观和知识整合理论，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2010－2019年数据，建立面板托宾模型探究信息化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调节因素。结果表明：（1）信息化建设对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软件建设的促进作用较硬件建设更强，且软件建设和硬件建设相互补充；（2）信息化建设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3）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存在阈值，环境规制程度较强地区的制造业企业的信息化建设更有利于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最后根据实证结果，从完善绿色技术创新政策、强化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探索更多元化的环境规制措施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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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issue of "Whether th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will promote th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s？", based on the resource-based view and the knowledge integration theory, this paper uses the data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from 2010 to 2019 to establish a panel Tobit model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on enterpris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analyses its regulatory factors. The empirical results demonstrate as follows: (1)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can promote th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the promotion of software construction is stronger than that of hardware construction, and software construction and hardware construction complement each other. (2)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s more significant. (3) There is a threshold for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he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of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in areas with strong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more conducive to promoting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result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aspects of improving th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policy, strengthening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enterprises in th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system, and exploring more diversifi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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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是中国实体经济的基础与命脉所在。2021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世界范围内占比约30%，且已连续12年保持世界第一[1]。但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基础薄弱的传统发展模式制约了中国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信息技术是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从根本上影响了用于可持续发展知识的信息量[2]。运用先进信息技术改造和升级传统制造业是当前全球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方向，也是中国打造制造强国、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实现绿色制造的重要保障。在加快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打造绿色技术创新体系的背景下，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是促进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发展绿色制造的重要途径。习近平主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及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等重要场合中亦多次强调要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推动信息技术和制造业深度融合，加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新一轮工业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如何更好地服务微观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创新管理与政策领域的前沿研究议题，特别是在中国环境承载能力已经接近上限这一迫切需求的现实背景下，企业信息化建设能否赋能绿色技术创新成为这一前沿理论研究议题中的重要问题。
1   文献回顾
国内外关于信息化建设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信息化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仍有待厘清。在信息化建设相关研究中，Solow[3]提出了“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即大量的信息技术投资并没有提高美国企业绩效和生产率。但“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也并非全球性现象，例如，孟倩[4]发现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信息化建设对企业的市场价值更多地表现为积极影响。在关于信息技术价值的研究中，部分研究肯定了信息技术对技术创新的贡献，如钞小静等[5]认为信息化建设有利于中国企业生产效率、组织管理与企业价值链的转型升级；彭建平[6]发现信息化建设在与业务流程和供应商质量等管理要素相匹配时，可推动企业绩效的改善；丁秀好等[7]的研究表明，信息化建设可以通过知识整合能力促进创新绩效的提升。也有研究认为信息化建设并不必然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因为信息化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可能对企业创新形成挤出效应[8]。同时，大量文献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外部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其中，外部因素主要从环境规制及产业政策视角展开，如于连超等[9]证实了环境税的征收会倒逼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何凌云等[10]发现政府补贴、税收优惠和低利率贷款一类的环保产业政策可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影响；Huang等[11]发现环境监管和客户压力会促使制造业企业进行绿色响应，从而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绿色技术创新的内部影响因素研究则主要从高阶梯队理论和资源基础观出发，如田丹等[12]发现高管的任期、年龄、受教育程度等背景特征会显著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梁敏等[13]则探讨了高管环保认知如何通过动态能力改善企业资源配置，从而实现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的提升。
纵观已有相关研究，存在以下3个方面不足：第一，多采用问卷访谈的形式衡量企业信息化建设，数据样本量较小，未能为其效果评估提供更为准确的定量分析，无法具有广泛代表性；第二，少数实证研究采用的信息化建设及企业创新测度指标不同，研究结果横向可比性较弱；第三，尚未有研究考虑信息化建设是否会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以及该过程中异质性因素的作用。
[bookmark: _Toc69056436]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信息化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bookmark: _Hlk69805344]绿色是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底色，绿色技术创新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14]，也是解决制造业发展与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突破点[15]。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并非是一个内生的过程，需要聚集大量外部资源和信息。资源基础观理论认为企业由资源组成，企业经营战略的制定和竞争优势的获取依附于其对资源的获取和利用，而管理者需要通过决策配置部门间资源，企业资源的异质性、稀缺性、不可模仿性和不完全流动性是形成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16]。单一的信息技术易于模仿与复制，不具有异质性和不完全流动性，因此被更广泛地视为一种补充性资源，需要与企业的其他战略性资源合理配置和组合，从而提高企业获得更大竞争优势的可能性[17]。一方面，企业信息化建设可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的管理过程，例如计算机承担了上传下达的职责，在实现无纸化办公、降低CO2排放的同时加大基层管理幅度、减少企业中层管理者，使得绿色创新组织趋于扁平化，进而提升绿色技术创新的效率[18]；另一方面，企业信息化建设可作用于绿色技术创新的业务流程，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CAD）、产品生命周期管理软件（PLM）、生产过程信息管理系统（PIMS）、政府供应链管理系统（GSCM）等软件系统的应用，使得绿色技术创新的工艺设计、采购、制造与营销等流程间紧密衔接[19]。
与普通技术创新相比，绿色技术创新溢出和转移阻力更大[20]，绿色技术创新研发过程所需投入要素更多[21]，因此，知识整合能力对于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至关重要[22]。知识整合理论认为，创新的本质是对已有系统的知识进行重新配置，以新的连接方式将现有要素整合在一起形成新的知识框架[23]。绿色技术知识的重新组合是企业实现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24]；企业知识整合能力越强、绿色技术信息的传递效率越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就越高[25]。绿色技术创新不仅需要企业内部已有的知识，还需要整合企业外竞争者、科研机构、客户等创新主体的知识[26]。因此，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知识整合过程可划分为跨功能的内部整合与跨组织边界的外部整合[27]。从内部整合视角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属于知识密集型领域，需要以节能减排为目标导向的管理、研发、环保和生产等不同职能部门整合创新[19]。Email、视频会议等信息技术的使用为企业提供了一个组织间沟通的媒介，使得企业能够形成跨越传统科层组织边界的高效虚拟组织结构，加强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具有交叉功能部门之间的联系，促进绿色技术知识在部门间共享、转移和整合为新知识，快速响应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28]。从外部整合视角看，信息化建设不仅可以帮助企业创建高效的绿色供应链合作网络，降低异质性资源获取成本，还可帮助企业更好地了解客户需求、及时捕捉市场机遇。
综上所述，企业信息化建设有利于获取和挖掘更为广泛的外部隐性资源，并消除企业内外部知识转移的障碍，降低组织间的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绿色技术创新的成本和机会主义风险。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H1：信息化建设可以促进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2.2  产权性质和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分析
2.2.1  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
中国现行环境投入体制延续了计划经济体制，使得本应该发挥监管作用的政府承担了大部分的环境保护责任和投资，导致存在投资总量不足、效率不高、结构不合理等弊端[29]。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所处政策环境及发展目标不同，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行为会存在差异。绿色技术创新具有双重外部性，知识溢出相关的正外部性使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投入未能为其带来所有的收益，污染排放相关的负外部性则使企业大大低估减排成本进而导致过度排放[30]。绿色技术创新的这种两种特征经常会相互强化，使得市场对于绿色技术创新和推广的激励程度远远不足[31]，也降低了企业投资绿色技术创新积极性。国有企业受政府干预程度更高，受到更严格的环境监管且环境规制成本更高，因此，国有企业更倾向于迎合政府的要求，主动履行环境保护主体责任，积极进行绿色技术创新[32]；相比之下，非国有企业在经营决策过程中更倾向于进行盈利性生产而非环保性生产[33]。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a：信息化建设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2.2.2  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
波特假说认为适当的环境规制会刺激企业绿色创新[34]。绿色技术创新成本高而经济利润低，环境规制使企业面临经济效益和绿色效益双重压力[35]。环境规制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通常呈“J”形曲线[36]：在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环境规制的积极效应不足以抵抗绿色技术创新双重外部性的阻力，环境规制带来的污染处理成本会挤占企业信息化建设经费及环保投资，进而降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积极性；在阈值拐点之后，随着环境规制强度提高，企业环境税率会加速上升，企业强化信息化建设带来的经济效益难以抵消环境规制成本的提高。与此同时，政府为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积极性会加大环保补贴发放力度，此时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呈边际递增形态[37]。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b：高强度环境规制情景下信息化建设更有利于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bookmark: _Toc69056447]3  研究设计
[bookmark: _Toc69056448]3.1  样本数据选取
2009年中国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目标后，逐渐规范绿色技术相关数据披露，因此，本研究选取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剔除ST、*ST企业及相关数据存在缺失的样本后，最终研究样本量为9 886家。信息化建设数据为手工收集获得，中国上市企业的绿色专利数据源于CNRDS数据库，环境规制指标数据源于历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各类财务数据和行业指标数据源于CSMAR数据库。为消除极端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对关键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水平的Winsorize缩尾处理。
[bookmark: _Toc69056449]3.2  变量设定
[bookmark: _Toc69056450]3.2.1  因变量
现有相关研究中，绿色技术创新主要分为间接和直接两种衡量方式，前者通过能源消耗、废水排放等环境指标反映某一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此类指标有效性和客观性较低，且企业层面的数据难以获取；后者则将绿色专利视作绿色技术创新产出的测度指标，可更客观地反映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其中，专利的申请数较专利的授权数更能反映企业即时创新能力[38]；发明专利较实用新型专利更能体现企业的实质创新[39]。由于专利产出存在滞后效应，因此使用滞后1期的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的对数测度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用GP表示。
[bookmark: _Toc69056451]3.2.2  自变量
目前，学界还未形成信息化建设统一衡量标准，衡量指标往往会根据研究目的进行动态调整。王铁男等[40]在研究信息化建设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时参照企业财务报表数据，对硬件信息化建设采用固定资产中电子设备、微电子计算机等项目年末余额衡量，对软件信息化建设采用无形资产明细项中有关计算机软件、系统等项目年末余额衡量。王宇等[41]在研究信息技术和企业绩效之间关系及R&D投入对其调节效应时，用信息技术资产价值及其总资产占比测量信息技术，其中，信息技术资产价值包含软件和硬件价值。董祺[42]在研究信息技术投资与企业规模、利润和创新产出的关系时，用信息技术软硬件及服务投资之和除以企业当年的营业收入来表示信息技术投资。而硬件和软件信息化建设可从企业财务年报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明细表中获取相应投资额，此类信息化建设衡量数据有效性高且较易于获取。因此，本研究参考上述有关研究方法，使用企业软件投资（SoftIC）和硬件投资（HadIC）总额的对数衡量企业信息化建设水平，用IC表示。
[bookmark: _Toc69056452]3.2.3  调节变量
选取产权性质、环境规制作为调节变量。设置虚拟变量Soe对企业产权性质进行衡量，如果当年该企业为国有企业，则取值为1；若为非国有企业（包括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则取值为0。就环境规制而言，参考陈晓等[43]的做法，将当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作为环境规制衡量指标，用Reg表示。
[bookmark: _Toc69056453]3.2.4  控制变量
参考相关研究的做法，选取研发投入（Rd）、政府补贴（Sub）、现金比率（Cash）、总资产净利润率（Roa）、资产负债率（Lev）、企业规模（Size）、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hrar1）、年份（Year）、行业性质（Industry）作为控制变量。此外，在存在异方差时，方程会产生伪回归，因此，为了消除可能出现的异方差问题，增强回归参数经济学意义，对部分变量指标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具体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bookmark: _Ref68195363]表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符号
	计算方法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GP
	Ln（绿色发明专利申请量+1）
	0.669
	1.038
	＜0.001
	4.304

	IC
	Ln（软件硬件总投资+1）
	0.178
	0.331
	＜0.001
	1.893

	IC_software
	Ln（软件总投资+1）
	0.066
	0.164
	＜0.001
	1.124

	IC_hardware
	Ln（硬件总投资+1）
	0.120
	0.272
	＜0.001
	1.622

	Soe
	国有企业设置为1；非国有企业设置为0
	0.300
	0.458
	＜0.001
	1.000

	Reg
	当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GDP
	0.414
	0.700
	＜0.001
	4.660

	Rd
	Ln（研发投入+1）
	17.937
	1.395
	＜0.001
	23.491

	Sub
	Ln（政府补贴+1）
	16.359
	2.036
	＜0.001
	22.106

	Cash
	（货币资金+有价证券）/流动负债
	1.034
	3.146
	−0.052
	167.544

	Roa
	企业净利润/总资产余额
	0.039
	0.091
	−3.911
	1.126

	Lev
	总负债/总资产
	0.391
	0.214
	0.008
	8.009

	Size
	Ln（总资产）
	22.020
	1.154
	19.199
	27.386

	Shrcr1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上市企业总股数
	34.322
	14.283
	3.003
	89.093


[bookmark: _Toc69056454]
3.3  模型设定
由于企业绿色创新数据中取值为0的观测值占总样本数量的78.71%，表明样本数据属于典型的归并数据。根据易靖韬等[44]的研究，此时使用传统最小二乘法估计获得的参数会有偏且估计量不一致，而使用托宾（Tobit）回归模型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因此以绿色技术创新指标GP为被解释变量，以信息化建设水平IC为核心解释变量，参考肖仁桥等[45]的模型设计思路构建面板Tobit模型1如式（1）。为了进一步检验不同类型信息化建设及其交互效应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构建模型2～模型4如式（2）～式（4），将软件信息化建设SoftIC、硬件信息化建设HardIC以及软硬件交互项SoftIC×HardIC纳入计量模型。各模型形式分别如下：
                     （1）
                   （2）
                  （3）
              （4）
式（1）~（4）中：i和t分别代表企业和年份： 是系数向量；Control代表控制变量；和分别代表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ɛ为随机扰动项。
[bookmark: _Toc69056455]4  实证分析
[bookmark: _Toc69056457]4.1  相关性分析
采用Pearson和Sperman分析法对变量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信息化建设和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变量间显著正相关，假设H1得到了初步验证。
[bookmark: _Ref66866766]表2  主要变量相关系数分析
	变量
	GP
	IC
	Rd
	Sub
	Cash
	Roa
	Lev
	Size

	GP
	
	
	
	
	
	
	
	

	IC
	0.356***
	
	
	
	
	
	
	

	Rd
	0.479***
	0.470***
	
	
	
	
	
	

	Sub
	0.319***
	0.298***
	0.424***
	
	
	
	
	

	Cash
	−0.074***
	−0.076***
	−0.105***
	−0.095***
	
	
	
	

	Roa
	0.012
	−0.003
	0.086***
	0.052***
	0.080***
	
	
	

	Lev
	0.225***
	0.240***
	0.266***
	0.214***
	−0.304***
	−0.452***
	
	

	Size
	0.462***
	0.533***
	0.703***
	0.465***
	−0.153***
	0.015
	0.463***
	

	Shrcr1
	0.019*
	0.079***
	0.107***
	0.026***
	0.008
	0.092***
	0.025**
	0.145***


注：*、**、***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4.2  假设检验
表3报告了信息化建设对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效应的回归结果，回归系数为0.164，且通过1%显著性水平的t统计检验，表明信息化建设可以有效促进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因此假设H1得到回归结果的支持。
尽管基于基准回归检验的结果显示信息化建设可以促进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然而该结论是否会受到微观企业性质以及宏观制度环境的影响仍需要进一步的检验。按企业产权性质将样本进行分组回归，结果显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回归系数均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的t统计检验（见表3）；进一步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进行了CHOW检验，结果显示两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存在显著差异。综上所述，信息化建设对国有与非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均存在促进作用，但其作用效果存在差异，信息化建设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因此，假设H2a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
[bookmark: _Ref66872334][bookmark: _Hlk78055738]表3  样本企业信息化建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及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GP
	GP

	
	
	SOE=1
	SOE=0

	IC
	0.164***
	0.156***
	0.131***

	
	(4.65)
	(2.97)
	(2.65)

	Rd
	0.089***
	0.098***
	0.079***

	
	(8.83)
	(5.34)
	(6.43)

	Sub
	0.009**
	0.004
	0.013***

	
	(2.47)
	(0.72)
	(2.72)

	Cash
	0.004*
	0.033**
	0.003

	
	(1.75)
	(2.36)
	(1.23)

	Roa
	0.202**
	0.132
	0.226**

	
	(2.38)
	(0.66)
	(2.42)

	Lev
	0.050
	0.022
	0.081

	
	(0.97)
	(0.17)
	(1.43)

	Size
	0.288***
	0.312***
	0.268***

	
	(17.99)
	(10.12)
	(13.82)

	Shrcr1
	−0.001
	0.002
	−0.002**

	
	(−0.65)
	(1.30)
	(−2.48)

	Year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_cons
	−7.668***
	−8.280***
	−7.026***

	
	(−24.87)
	(−13.12)
	(−19.17)

	sigma_u
	0.626
	0.742***
	0.559

	
	(50.18)
	(27.79)
	(41.56)

	sigma_e
	0.534
	0.536
	0.529

	
	(127.82)
	(69.87)
	(106.65)

	N/家
	9 886
	2 961
	6 925


[bookmark: _Hlk67689505][bookmark: _Toc69056459][bookmark: _Hlk66303262]
由于环境规制变量为连续变量，参考陈修德等[46]的做法，利用Interflex命令呈现不同环境规制程度下信息化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边际影响效应，如图1所示，信息化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边际影响效应曲线呈“J”型，即在环境规制程度较低的地区，信息化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边际影响较小且稳定性较差；但在环境规制程度较高的地区，边际影响显著为正且随着环境规制程度的增加快速提高。
[image: ]
[bookmark: _Ref67083818]图1  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分析

综上述，高强度环境规制情景下信息化建设更有利于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因此假设H2b也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 
4.3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讨论
[bookmark: _Hlk66303277][bookmark: _Toc69056463]参考马永强等[47]学者的研究，采用绿色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的对数作为替代性被解释变量（GUMP）进行稳健性检验。信息化建设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及其基于产权异质性分析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报告于表4，基于环境规制异质性分析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报告于图2，各回归系数显著性及方向未见显著差异，进一步证明信息化建设可正向促进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且在产权性质与环境规制方面的异质性特征与上述研究结果也保持一致，表明本研究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bookmark: _Ref76254216]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GUMP
	GUMP

	
	
	SOE=1
	SOE=0

	IC
	0.182***
	0.165***
	0.151***

	
	(6.61)
	(3.72)
	(4.13)

	Rd
	0.058***
	0.069***
	0.048***

	
	(7.39)
	(4.43)
	(5.34)

	Sub
	0.007**
	0.004
	0.009***

	
	(2.27)
	(0.76)
	(2.62)

	Cash
	0.001
	−0.018
	0.001

	
	(0.82)
	(−1.45)
	(0.79)

	Roa
	−0.072
	−0.311*
	−0.014

	
	(−1.08)
	(−1.80)
	(−0.20)

	Lev
	−0.032
	−0.159
	0.004

	
	(−0.80)
	(−1.45)
	(0.08)

	Size
	0.180***
	0.228***
	0.160***

	
	(14.44)
	(8.84)
	(11.05)

	Shrcr1
	−0.001
	−0.001
	−0.002**

	
	(−1.01)
	(−0.55)
	(−2.11)

	Year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_cons
	−4.848***
	−5.872***
	−4.263***

	
	(−20.21)
	(−11.26)
	(−15.49)

	sigma_u
	0.484
	0.582***
	0.432

	
	(49.74)
	(26.91)
	(42.02)

	sigma_e
	0.417
	0.466
	0.388

	
	(127.65)
	(69.72)
	(106.53)

	N/家
	9 886
	2 961
	6 925












[image: ]
[bookmark: _Ref78316208]图2  环境规制调节效应分析的稳定性分析结果

现有研究表明，一方面，技术创新存在规模效应[48]，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较高的企业可能会倾向于通过提高信息化建设水平来维持和进一步提高自身竞争优势[49]；另一方面，当企业技术溢出水平较高时，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社会效益大于个体效益，导致企业创新研发投入降低和市场竞争程度增加，此时为满足社会收益最大化，政府会加大补贴力度鼓励企业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企业信息化建设投资[50]。因此，企业创新增长可能会反作用于企业信息化建设，产生信息化建设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为了降低内生性问题的干扰，本研究引入滞后1期（用L.IC表示）和滞后2期（用L2.IC表示）的信息化建设进行重新检验。表5和图3报告的检验结果与上述研究发现的结果基本一致，说明在充分考虑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假设H1、H2a和H2b依然成立。
[bookmark: _Ref66904313]表5  内生性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1

	
	
	SOE=1
	SOE=0

	
	GP
	GP
	GP
	GP
	GP
	GP

	L.IC
	0.103**
	
	0.095*
	
	0.056
	

	
	(2.57)
	
	(1.65)
	
	(0.98)
	

	L2.IC
	
	0.089**
	
	0.135**
	
	−0.029

	
	
	(1.96)
	
	(2.16)
	
	(−0.44)

	Rd
	0.099***
	0.101***
	0.104***
	0.107***
	0.089***
	0.094***

	
	(8.29)
	(7.91)
	(4.97)
	(4.68)
	(6.12)
	(6.09)

	Sub
	0.008**
	0.008*
	＜0.001
	0.001
	0.014***
	0.014**

	
	(2.07)
	(1.80)
	(0.05)
	(0.17)
	(2.68)
	(2.33)

	Cash
	0.004
	0.012**
	0.025
	0.037*
	0.003
	0.009

	
	(1.47)
	(2.04)
	(1.52)
	(1.90)
	(1.08)
	(1.55)

	ROA
	0.248***
	0.196**
	0.333
	0.069
	0.239**
	0.220**

	
	(2.72)
	(2.02)
	(1.38)
	(0.25)
	(2.40)
	(2.09)

	Lev
	0.054
	0.032
	0.020
	−0.111
	0.079
	0.065

	
	(0.95)
	(0.52)
	(0.14)
	(−0.69)
	(1.27)
	(0.96)

	Size
	0.294***
	0.308***
	0.324***
	0.318***
	0.272***
	0.292***

	
	(16.51)
	(15.77)
	(9.68)
	(8.83)
	(12.54)
	(12.17)

	shrcr1
	−0.000
	−0.001
	0.002
	0.001
	−0.002*
	−0.002

	
	(−0.27)
	(−0.49)
	(0.92)
	(0.50)
	(−1.75)
	(−1.53)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_cons
	−7.944***
	−8.324***
	−8.864***
	−8.791***
	−7.277***
	−7.817***

	
	(−23.32)
	(−22.17)
	(−12.75)
	(−11.95)
	(−17.87)
	(−17.26)

	sigma_u
	0.653
	0.671
	0.762***
	0.773***
	0.586
	0.597***

	
	(48.59)
	(46.40)
	(27.20)
	(26.81)
	(39.88)
	(37.32)

	sigma_e
	0.530
	0.526
	0.525
	0.512
	0.530
	0.531

	
	(113.36)
	(99.37)
	(62.15)
	(55.18)
	(94.43)
	(82.35)

	N/家
	8 071
	6 495
	2 431
	2 002
	5 640
	4 493




[image: ]  [image: ]
（a）滞后1期                          （b）滞后2期
[bookmark: _Ref78317490]图3  环境规制调节效应的内生性分析结果

4.4  拓展性分析
信息化建设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可分为硬件信息化建设和软件信息化建设，受公司治理、经营绩效、行业等因素的影响，不同企业对软件和硬件信息化建设投资的侧重点存在差异[51]。以上分析得出软件和硬件信息化建设之和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那么软件建设和硬件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如何？软件和硬件建设协同是否更有利于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此，本研究将信息化建设细分为软件建设和硬件建设，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信息化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表6结果显示，软件建设和硬件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均通过1%显著性水平的t统计检验，表明两者都可以有效促进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且软件信息化建设对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强。Powell等[52]认为信息技术软件和信息技术硬件无法单独创造价值，因此，本研究进一步引入软硬件信息化建设交互项探究软硬件信息技术协同是否更有利于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结果显示，软硬件信息化建设交互项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回归系数通过5%显著性水平的t统计检验，表明二者对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是相互补充的且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硬件是制造业企业智能化生产的基础，在制造业中硬件算力投资撬动比例约为10倍[53]。但是，当前新工艺对于硬件算力的提升已无法满足智能化时代高并发、低时延的需求，而软件面向用户终端可帮助用户最大化地利用硬件，更好地扩大硬件算力、提高硬件生产力[54]。因此，制造业企业不仅要进行硬件信息化建设，还要重视软件信息化建设，促进软硬件信息化协同创新对传统设备进行智能化改造，系统性地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bookmark: _Ref78322110]表 6  不同类型信息化建设对样本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软件建设
	硬件建设
	软硬件交互项

	
	GP
	GP
	GP

	SoftIC
	0.236***
	
	0.163**

	
	(3.85)
	
	(2.48)

	HardIC
	
	0.174***
	0.126***

	
	
	(4.19)
	(2.85)

	SoftICHardIC
	
	
	0.112**

	
	
	
	(2.34)

	Rd
	0.091***
	0.090***
	0.089***

	
	(9.03)
	(8.92)
	(8.74)

	Sub
	0.009**
	0.009**
	0.009**

	
	(2.50)
	(2.47)
	(2.46)

	Cash
	0.004*
	0.004*
	0.004*

	
	(1.78)
	(1.76)
	(1.72)

	Roa
	0.202**
	0.191**
	0.205**

	
	(2.37)
	(2.25)
	(2.42)

	Lev
	0.049
	0.049
	0.050

	
	(0.95)
	(0.95)
	(0.97)

	Size
	0.296***
	0.296***
	0.286***

	
	(18.75)
	(18.87)
	(17.84)

	Shrcr1
	−0.001
	−0.001
	−0.001

	
	(−0.60)
	(−0.61)
	(−0.73)

	Year
	Yes
	Yes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_cons
	−7.856***
	−7.847***
	-7.601***

	
	(−26.19)
	(−26.24)
	(−24.64)

	sigma_u
	0.626
	0.628
	0.625

	
	(50.06)
	(50.28)
	(50.11)

	sigma_e
	0.534
	0.534
	0.534

	
	(127.76)
	(127.84)
	(127.80)

	N/家
	9 886
	9 886
	9 886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立足于资源基础观理论和知识整合理论，利用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建立Tobit模型实证探究了信息化建设对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得到的研究结论及提出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如下3个方面：
第一，信息化建设可以正向促进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软件建设对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较硬件建设更强，且软件建设和硬件建设相互补充、具有协同效应。因此，制造业企业不仅要强化硬件建设，还要重视软件建设，促进软硬件信息技术协同发展，对传统制造业进行智能化改造，系统性地促进制造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目前，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环境保护责任仍主要由政府承担，制造业企业仍处于对欧美发达国家先进制造技术的模仿和改进阶段，开展绿色技术创新积极性和能力较低。绿色技术创新是制造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但是其创新溢出和转移阻力较大，因此制造业企业要想更好地实现绿色技术创新，就要加大信息化建设力度，促进绿色技术知识溢出，将传统制造工艺流程与信息化软硬件有机结合，促进制造工艺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提升企业知识整合能力以及绿色技术创新流程管理效率。建议国家不断完善绿色技术创新政策，降低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不确定性带来的成本和机会主义风险，鼓励制造业企业扩大信息化建设，大力引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制造业企业通过信息化建设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进行必要的政策干预和支持，为绿色技术知识成果转化提供便捷通道与法律帮助，帮助制造业企业解决绿色技术赶超问题。
第二，在不同产权性质的制造业企业中，信息化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信息化建设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因为国有企业受政府干预及环保监管程度较高，更倾向于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建议政府不断强化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对于国有企业而言，一方面，企业应将绿色技术创新纳入干部选拔与评价体系，强化环境责任意识；另一方面，企业应完善环保监管及研发资金管理机制，不可打着经济发展的旗号疏忽绿色创新。对非国有企业而言，政府应通过加大绿色技术创新的税收优惠力度、鼓励信用担保机构对其绿色技术创新项目提供担保以及健全资本退出机制，降低资本投资风险，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项目融资能力。
第三，在不同环境规制程度的地区中，信息化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呈“J”形曲线，即在环境规制较强的地区，信息化建设更有利于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而在环境规制阈值拐点前，环境规制的积极效应不足以抵消绿色技术创新双重外部性阻力。建议政府探索更多元化的环境规制措施，因地制宜地实施环境规制；完善信访举报机制，加大环境税执法力度；发挥声誉效应，对污染程度较高的企业予以通报，对积极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履行环境保护义务的企业予以表扬，营造健康的绿色技术创新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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